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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管理

一、引言

随着工业 4.0时代的到来，企业正置身于前所

未有的革新浪潮中。这种数智化、信息化的时代带

来了众多资源，同时也赋予企业更多责任。员工更

迭换代使得Z世代青年（出生于 1995年到 2009年

的年轻人）逐渐成为求职就业的主力。在当前时代

背景下，企业对员工工作效率的要求不断提升，导

致其在工作中所需应对的压力也愈加多元。员工主

动行为是一种员工自发的、为了改变自身及所处情

境、聚焦应对压力源且着眼于未来的行为［1］，其能

够有效地提升工作绩效［2］，是组织获得成功必不可

少的重要因素之一。如何有效调动Z世代员工的

自主性，激发其表现出更多的主动行为来应对自身

所处的高压环境也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

Z世代员工在数字化环境中成长，能够迅速适

应科技及数字技术的发展，更加擅长使用电子设备

和网络工具，但对于电子设备的过分依赖也导致其

人际交往、沟通协调的能力较差。他们追求创新、

求知欲强，更愿意尝试用新的方法处理问题，对变

化持开放、积极的态度。他们对工作环境的要求比

较高，希望拥有舒适、自由、灵活的工作环境，注重

工作与生活的平衡。Z世代多是独生子女，良好的

家庭环境以及父母的爱护导致他们自尊心强，渴望

得到重视、认可，但对挫折的承受能力差，缺乏耐

心、自我调节的能力，容易陷入焦虑、崩溃的情绪

中。梳理以往研究，对于Z世代员工个人特质及行

为多是从定性的角度进行分析，如Z世代员工追求

创新、注重自我表达，对其进行管理要利用数字技

术能力、创造平衡的工作环境和提供创新的机会。

唐轶睿认为，Z世代员工自我意识、自尊心较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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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依赖程度较高，应该从“选、育、用、留”四个

环节进行人才全周期管理优化。［3］此外，工作要求、

工作资源和工作投入也对Z世代员工心理疲劳存

在显著影响；领导者的支持、评价、激励和参与等行

为通过领导—成员交换的中介作用对Z世代员工

的工作投入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Z世代员工对职

业适应能力和工作定制的需求更为强烈，能够正向

预测其工作满意度等。Z世代员工所具备的个性

特征导致学界对他们的评价褒贬不一，更多的学者

开始重视对Z世代员工群体的研究，以充分发挥他

们的潜能。

多任务处理是指员工可能需要频繁地在同一

时间内处理多项不同且冗杂的工作任务，或者被要

求突然从一项工作切换到另一项工作中去，是一种

普遍的、需要员工正确应对的压力源。在有关多任

务处理的研究中，学者们更多侧重于其带来的消极

结果，如多任务处理会降低员工工作的效率、质量

以及准确程度，增加员工压力并且导致工作家庭冲

突，增加员工的倦怠与耗竭等。［4］但多任务处理这

一压力源在争夺员工在工作中的注意力资源的同

时，还可以激发动力、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有利于

个体思维的碰撞和重组，提升员工在工作中的创新

能力。当员工具备高悖论思维以及高工作意义感

时，多任务处理会正向预测员工主动行为。［5］

随着技术普及率提升、生活节奏加快，多任务

与Z世代员工的联系更加密切。Z世代员工与以往

关注的新生代员工（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
代初的人）的生活环境、性格特征以及行事风格存

在差别，对待多任务的态度也可能有所不同。本文

将“多任务处理”这一可能导致Z世代员工处于高

压环境下的压力源引入研究，探讨其对员工主动行

为的影响机制以及边界条件。综合以往的研究结

果来看，多任务处理对员工主动行为存在着双刃剑

效应。既然如此，引发多任务处理导致不同作用效

果的机制是什么？这种机制是否会被其他情境因

素所影响？如何才能使Z世代员工在高压环境下

表现出更多的积极主动的工作行为？为回答上述

问题，本研究拟通过压力认知评价理论，结合Z世

代员工个性特征，引入情绪耗竭和工作旺盛感两个

中介变量，以及时间领导这一情境层面的调节变

量，深入探究多任务处理在不同的压力认知评估下

对Z世代员工主动行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上述

分析可以揭示多任务处理对Z世代员工主动行为

的影响机制，从而丰富多任务处理在组织管理研究

领域的理论成果，也为当前企业更好地管理Z世代

员工、激发其积极主动的工作行为提供新的思路与

实践指导。

二、理论基础

压力认知评价理论是对压力源进行识别与评

价的理论。根据该理论，对同一压力源的识别与评

价因人而异，个体对压力源的定义以及应对压力源

的反应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由于压力具有双重

性质，Cavanaug等将压力源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

是挑战性压力源，是指可以激发员工积极性和动

力、给其带来更高的效率以及成长机会的压力；另

一种是阻碍性压力源，是指给员工带来挫折感和焦

虑、降低工作效率、阻碍其实现工作目标的压力。［6］

压力认知评价理论阐明了个体对压力源界定评估

的过程：个体会先判断该压力源对自身是否有影

响，若认为存在影响，会对压力源的类型进行界定，

判断其是挑战性还是阻碍性压力源，并根据压力源

的类型做出相应的反应。压力认知评价理论认为，

个体对压力源的界定评估包括两个阶段：首先是初

级评估，即对外部刺激进行权衡，判断外界刺激是

否为挑战或威胁；其次是次级评估，用于评估个人

是否拥有应对不同类型压力的资源和能力。这两

个阶段相辅相成，共同影响个体的评估结果。如果

个体认为某一任务或目标与自身能力匹配度较高，

通过一定的努力和时间能够应对这种压力，且能从

该压力中获得满意的收益，就会更愿意将其评估为

具备挑战性的，从而产生挑战性压力评估，做出积

极的应对行为；如果个体认为自身无法通过现有的

能力、资源来应对该压力，并且该压力可能会带来较

大的损失，就会更愿意将其界定为具备威胁性的，

从而产生阻碍性压力评估，做出消极的应对行为。

“多任务处理”这一术语源自计算机科学，本意

是指“需要相同资源处理的并行过程”。学者们将

其应用到组织管理领域，并提出了相对应的定义。

我国学者杨建锋等将多任务处理定义为“要求员工

在某一时间段内专注于两项或两项以上任务的程

度”［7］。基于压力认知评价理论，个体不同的认知

评估决定了同一压力源的不同类型以及带给个体

不同的影响。

根据压力认知评价理论的观点，Z世代员工对

多任务处理的应对方式包括积极与消极两种。消

极反应路径是员工将多任务处理视为阻碍性压力

源，面对该压力时产生情绪耗竭，从而减少主动行

为；积极反应路径是员工将多任务处理视为挑战性

压力源，面对该压力时产生更强的工作旺盛感，从

而增加主动行为。结合社会认知理论，个体具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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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调节的能力，以环境、个人及其行为三方面的因

素相互的影响关系来解释个体行为。因此，本研究

引入时间领导这一重要的情境变量，考察其在多任

务处理对员工主动行为影响路径中的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构建了多任务处理对Z世代员工

主动行为的双元影响路径模型，如图1所示。

三、假设提出

（一）情绪耗竭的中介作用

情绪耗竭是指员工长期的工作压力和心理负

担导致的身心俱疲、情感麻木和失去工作动力的状

态，是工作中存在的各种压力源所造成的情绪反

应。员工处于高压环境中时往往更容易产生情绪

耗竭这种消极心理状态。结合Z世代员工责任感

较低、抗压能力较弱以及自我意识强的特点，在高

压力环境下面对挑战时，其更倾向于关注自身的情

绪资源，因此，本研究引入情绪耗竭作为消极路径

的中介变量。导致员工情绪耗竭的压力源包括工

作不安全感、组织不公正等，Howard在研究中也证

明了多任务处理这一压力源会导致员工产生倦怠

与耗竭等。［8］

基于压力认知评价理论，在两个评估过程的相

互影响下，人们对压力源的认知评估有所不同并会

产生相应的结果。如果个体认为无法通过现有的

能力、资源来应对压力，可能将这一压力界定为具

有威胁性的，产生阻碍性压力评估，从而偏好消极

应对方式。对于Z世代员工而言，在应对多任务时

既有可能产生挑战性压力评估，也有可能产生阻碍

性压力评估。任务的复杂程度以及时间的紧迫性

都大大增加了Z世代员工对压力的感知，多任务导

致的高压力环境会给其带来负面影响，消耗其身心

资源，从而导致其情绪耗竭。

情绪耗竭是个体感受到自身情绪资源消失殆

尽的状态，这种状态下的个体更倾向于采取消极行

为以保护自身资源。研究表明，如果员工认为自身

资源被耗尽，他们会不愿意表现出更多的主动行

为。结合自我决定理论，人类是具有自主性和自我

决定权的，当感受到自身动机和行为是自主决定

的，他们会更积极地参与到工作与学习中来。［9］从

动机层面来看，当Z世代员工在多任务处理的情境

下处于情绪耗竭中时，会产生无力感，受到负面影

响而变得消极、被动，降低自主性和内在动

机，从而减少主动行为的发生。从需求层

面来看，情绪耗竭也可能导致Z世代员工的

基本心理需求受到破坏，自主性、能力感和

归属感被削弱。员工可能感到无法自主地

掌控工作，缺乏能力和资源来应对工作中

的挑战，缺乏支持和认可。这种心理状态

会导致员工对工作的投入和参与度下降，

他们可能更倾向于被动地履行基本职责，

而不会主动追求额外的贡献或发展。综上

所述，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假设 1a：多任

务处理正向预测情绪耗竭。假设 1b：情绪耗竭在

多任务处理对Z世代员工主动行为的影响中起负

向中介效用。

（二）工作旺盛感的中介作用

Spreitzer等首次提出了社会嵌入模型理论，并

归纳、总结出了工作旺盛感的定义：一种在工作中

既能感受到活力，又能保持学习的精神状态。［10］工

作中的个体充满活力与激情，并且通过学习提升自

身能力，以更大的信心面对工作中的挑战与困难，

这就是工作旺盛感。学界一般将其分成活力与学

习两个维度。活力通常是指个体对于工作的热情、

兴奋的心理感受，以及个体在工作中体验到的积极

的情感和情绪状态；学习则是指个体对于工作任务

和知识的积极学习与探索，以及个体在工作中持续

发展自身能力的过程。结合Z世代员工求知欲强、

追求创新的特征，本研究将工作旺盛感作为积极路

径的中介变量引入。

有研究证明，当工作旺盛感作为结果变量时，

工作氛围以及工作资源都对其有显著作用。工作

压力包括积极、消极两种类型，前者有助于员工产

生更强的工作旺盛感，后者则会降低员工的工作旺

盛感。［11］基于压力认知评价理论，通过初级、次级两

个评价过程，个体会对压力源产生不同的认知评价

并做出相应的反应。如果个体认为某一任务或目

标与其自身能力匹配度较高，通过一定的努力和时

间能够应对这种压力，且能够预见从中取得满意的

收益时，其更容易产生挑战性压力评估。具体而

言，在多任务处理的情境下，当个体同时具备高工

工作旺盛感

员工主动行为多任务处理 调节变量：时间领导

情绪耗竭

路径二：积极反应路径

路径一：消极反应路径

图1 基于压力认知评价理论的多任务处理对Z世代员工主动
行为的双元影响路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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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意义感、高悖论思维这两个条件时，更容易认为

多任务处理是有挑战性的。Z世代员工相对擅长

同时处理多个任务和不同来源的信息，习惯于快速

切换注意力，能高效处理各种工作任务，热衷于有

挑战性的工作，因此，其可能将多任务处理视为挑

战性压力源。在这种情境下，一方面，Z世代员工

相信自身有足够的能力应对挑战，且认为该挑战能

够带来可预见的收益，会在工作中表现出更多的热

情、保持积极的情感状态；另一方面，Z世代员工可

能会调动内在资源，不断学习和探索更多的知识和

技能以应对挑战，从而增强在工作中的学习体验。

在此过程中，员工能够获得成就感和自我肯定感，

从而产生更高的工作旺盛感。

结合自我决定理论，从动机层面来看，工作旺

盛感可以提供内在动机，即对工作本身的兴趣与满

足感。具备工作旺盛感的Z世代员工可能更容易

追求个人成长和发展，主动承担各类工作任务，为

了更好地完成工作目标而主动寻找机会来提升自

己的知识与技能。这种内在动机会激发其创造力

和主动性，促使他们在工作中展现更多主动行为。

从需求层面来看，工作旺盛感能够满足Z世代员工

的三个基本心理需求：自主性、能力感和归属感。

首先，工作旺盛感能够使员工更具有自主性，当员

工能够自主决策和掌控自己的工作时，会更有动力

主动参与决策，从而提高主动行为。其次，工作旺

盛感也能够增强员工的能力感，当员工感到在工作

中能够发挥自身能力时，他们会更有自信并持续提

高自己，从而更加积极地参与工作，并主动追求更

高的绩效和成就。再次，工作旺盛感还能够满足员

工的归属感需求，当员工感到自己在组织中被认可

和需要时，会更有归属感，提高对组织的忠诚度，从

而采取更多的主动行为。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以

下假设：假设 2a：多任务处理正向预测工作旺盛

感。假设2b：工作旺盛感在多任务处理对Z世代员

工主动行为的影响过程中起正向中介效用。

（三）时间领导的调节作用

“时间领导”这一概念将领导风格研究与时间

视角相结合，是指管理者根据员工的时间特点、能

力以及任务特征而采取的一系列既能够保证各项

工作任务按时完成，又能够提升员工时间幸福感的

时间管理行为。［12］其能够激发员工积极工作感受，

激励员工表现出更多积极行为。例如，员工感受到

领导者给予了时间资源，可以正向预测其工作表

现，提升工作幸福感和创造力。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个体具有自我调节的能

力，环境、行为以及人的主体因素相互独立，两两因

素之间存在互动且相互决定，人既是环境的塑造

者，也是环境作用的产物。当Z世代员工将多任务

处理评估为阻碍性压力源时，会感到身心资源被

消耗。时间领导行为能够帮助员工合理分配、有

效利用时间，充分调动其工作积极性。领导者提

供工作支持和资源，有利于员工产生积极的工作

体验，缓解其焦虑、崩溃的情绪，从而降低情绪耗

竭。而当Z世代员工将多任务处理评估为挑战性

压力源时，会产生更多的信心和动力。时间领导行

为能够使员工在复杂紧迫的任务中快速找到适合

的工作节奏。［13］领导者为员工创建任务清晰的工作

环境，会使其充满活力、全身心融入工作中并且学

习更多的新知识技能来应对压力，从而产生更高的

工作旺盛感。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假

设 3a：时间领导负向调节多任务处理与情绪耗竭

之间的关系。时间领导程度越高，多任务处理对情

绪耗竭的正向影响越弱。假设 3b：时间领导正向

调节多任务处理与工作旺盛感之间的关系。时间

领导程度越高，多任务处理对工作旺盛感的正向影

响越强。

本研究结合时间领导的调节效应，进一步探究

了有调节的中介效应，认为时间领导对情绪耗竭以

及工作旺盛感所发挥的中介作用存在调节效应。

基于假设1b与假设3a，Z世代员工将多任务处理视

作阻碍性压力源，增加情绪耗竭，进而减少主动行

为。当时间领导程度较高时，多任务处理与情绪耗

竭的正向关系就较弱，Z世代员工愿意做出应对压

力的积极行为，从而更多表现出主动行为，即降低

了情绪耗竭在多任务处理与Z世代员工主动行为

的中介效应。同理，基于假设2b和假设3b，Z世代

员工将多任务处理视作挑战性压力源，提高员工的

工作旺盛感，从而愿意做出更多积极主动的工作行

为。当时间领导程度较高时，多任务处理与工作旺

盛感的正向关系增强，Z世代员工更加坚信自身能

够应对挑战，且认为多任务具有可预见的收益，从

而进一步增加主动行为，即工作旺盛感在多任务处

理与 Z世代员工主动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会增

强。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假设 4a：时
间领导对多任务处理通过情绪耗竭影响Z世代员

工主动行为的间接效应起调节作用。时间领导的

程度越高，多任务处理通过情绪耗竭影响Z世代员

工主动行为的间接效应越弱。假设 4b：时间领导

对多任务处理通过工作旺盛感影响Z世代员工主

动行为的间接效应起调节作用。时间领导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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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多任务处理通过工作旺盛感影响Z世代员工

主动行为的间接效应越强。

四、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与调查过程

本研究借助问卷星以线上形式发放问卷 350
份，研究样本来自河南、山东等省份出生于1995年
之后的 Z世代员工，研究调查的企业主要以互联

网、金融、科技型企业为主，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为

有效控制共同方法偏差问题，问卷采用匿名形式填

写，保证调查内容仅供学术研究使用。

350名员工参与了调查，其中 324名员工符合

Z世代的测量主体条件。删掉填写不合格的问卷

后，最终有效问卷共 314 份，样本的有效率为

96.91%。314 份样本中，男性员工 152 人，占比

48.4%；女性员工 162人，占比 51.6%。高中及以下

学历员工 62人，占比 19.7%；大专学历员工 70人，

占比22.3%；大学本科学历员工98人，占比31.2%；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员工84人，占比26.8%。工

作年限 2年以下员工 101人，占比 32.2%；2~5年员

工 107人，占比 34.1%；5年以上员工 106人，占比

33.8%。

（二）测量工具

研究参照成熟量表设计问卷，问卷内容包括五

个部分，即多任务处理、情绪耗竭、工作旺盛感、时

间领导、员工主动行为和人口统计学因素。各量表

都采用了李克特的五点计分法，由一至五分别表示

“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

多任务处理。参考以往研究，借鉴Kapadia和
Melwani、Lepine 等研究中的量表，共包含 3 个题

项。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信度系数

为0.915。
情绪耗竭。参考以往研究，采用 Maslach 和

Jackson的职业倦怠量表中情绪耗竭部分的量表，共

包含5个题项。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919。

工作旺盛感。参考以往研究，在 Porath等开

发的工作旺盛感初始量表的基础上进行删减，共

10 个题项，包括活力、学习两方面。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0.971。
时间领导。采用Mohammed和Nadkarni编制

的量表，共包含7个题项。该量表的Cronbach’s系
数为0.955。

员工主动行为。采用Frese等编制的量表，共包

含7个题项。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63。
控制变量。借鉴以往研究，本研究使用性别、

受教育程度以及工作年限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作为

控制变量进行控制，避免其带来潜在的影响。

五、数据分析和假设检验

（一）共同方法偏差与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虽然在填写问卷的过程中选取匿名的

方式，但由员工自评仍然有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的影响。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素测试对其进行

检验，结果表示，共有 7个因子特征根大于 1，首因

子解释了 30.399%的变异值，符合低于 40%的要

求，表明本研究没有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的问题。

本研究采用Amos24.0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结果显示，五因子基准模型（多任务处理、情绪耗

竭、工作旺盛感、时间领导、员工主动行为）的拟

合效果良好（χ2=521.61；df=454；RMSEA = 0.022；
SRMR=0.0296；CFI=0.993；TLI=0.993），比其他嵌套

模型的拟合效果更好，表明5个变量之间的区分效

度较好。

（二）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各变量之间的均值、标准差以及相关系数的结

果表明，多任务处理与员工主动行为呈现显著负相

关（r=-0.316，p<0.01），这一发现与以往研究相符，

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本文数据的可靠性。多任务处

理与情绪耗竭（r=0.590，p<0.01）和工作旺盛感（r=
0.555，p<0.01）显著正相关；情绪耗竭与员工主动

行为显著负相关（r=-0.683，p<0.01）；工作旺盛感与

员工主动行为显著正相关（r=0.780，p<0.01）；时间领

导与情绪耗竭显著负相关（r=-0.428，p<0.01），与工

作旺盛感显著正相关（r=0.480，p<0.01）。上述结果

符合理论预期，为下一步验证研究假设提供了基础。

（三）假设检验

1.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采用 SPSS26.0的 PROCESS4.1插件进

行Bootstrap检验，以验证情绪耗竭和工作旺盛感在

多任务处理影响Z世代员工主动行为的过程中所

起的双重中介作用。中介效应路径系数的整合结

果如图2所示。结果显示：多任务处理对情绪耗竭

具有显著正向效应（β=0.559，p<0.001），对工作旺

盛感具有显著正向效应（β=0.528，p<0.001）；情绪

耗 竭 显 著 负 向 影 响 Z 世 代 员 工 主 动 行 为

（β=-0.462，p<0.001），工作旺盛感显著正向影响Z
世代员工主动行为（β=0.641，p<0.001）。

中介效应路径检验结果显示，多任务处理通过

情绪耗竭负向影响Z世代员工主动行为的效应值

为-0.26，95%的置信区间为［-0.349，-0.186］，即情

绪耗竭在多任务处理与Z世代员工主动行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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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介效应为负；多任务处理通过工作旺盛感正向

影响 Z世代员工主动行为的效应值为 0.344，95%
的置信区间为［0.254，0.442］，即工作旺盛感在多任

务处理与Z世代员工主动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为

正。由此，假设1a、1b、2a、2b得到验证。

2.调节效应检验

本研究采用层级回归分析来验证调节效应，并

在正式分析之前对自变量（多任务处理）与调节变

量（时间领导）进行中心化处理得到交互项。结果

显示：多任务处理与时间领导的交互项对情绪耗竭

的回归系数显著（β=-0.233，p<0.001），即时间领导

对多任务处理与情绪耗竭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负

向调节效应；多任务处理与时间领导的交互项对

工作旺盛感的回归系数显著（β=0.342，p<0.01），

即时间领导对多任务处理与工作旺盛感之间的关

系具有显著正向调节效应。由此，假设3a、3b得到

支持。

采用Bootstrap法对被调节的中介效应进行检

验，结果显示：当时间领导程度较低时，多任务处理

通过情绪耗竭对Z世代员工主动行为的间接作用显

著（B=-0.280，SE=0.079，95%CI=［-0.457，-0.149］）；
当时间领导程度较高时，多任务处理通过情绪耗竭

对Z世代员工主动行为的间接作用显著（B=-0.032，
SE=0.016，95%CI=［-0.065，-0.003］）。检验高、低

两种程度间接作用的效应值差异，结果显示差异显

著（B=0.248，SE=0.073，95%CI=［0.126，0.411］），说

明多任务处理通过情绪耗竭对Z世代员工主动行

为的负向效应受到时间领导的负向调节。同时，当

时间领导程度较低时，多任务处理通过工作旺盛感

对Z世代员工主动行为的间接作用显著（B=0.048，
SE=0.022，95%CI=［0.006，0.095］）；当时间领导程

度较高时，多任务处理通过工作旺盛感对Z世代员

工主动行为的间接作用显著（B=0.471，SE=0.060，
95%CI=［0.362，0.595］）。检验高、低两种程度间接

作用的效应值差异，结果显示差异显著（B=0.423，
SE=0.055，95%CI=［0.320，0.532］），说明多任务处

理通过工作旺盛感对Z世代员工主动行为的正向

效应受到时间领导的正向调节。由此，假设4a、4b
得到支持。

六、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主要探讨了多任务处理对Z世代员工

主动行为的双刃剑效应，并且分析了时间领导在多

任务处理与工作旺盛感及情绪耗竭之间的调节效

应。从促进Z世代员工主动行为的积极反应路径

来说，多任务处理被员工视为一种挑战性压力，面

对该压力时会产生更高的工作旺盛感，进而增加主

动行为；从抑制Z世代员工主动行为的消极反应路

径来说，多任务处理被员工视为阻碍性压力，消耗

员工身心资源，造成员工情绪耗竭，从而减少主动

行为。同时，研究假设检验结果表明，多任务处理

与时间领导的交互效应在积极反应路径中能够提

高 Z世代员工的工作旺盛感，进而增强其对员工

主动行为的正向影响；在消极反应路径中能够缓

解压力给员工带来的情绪耗竭，进而削弱其对员

工主动行为的负向影响，使员工在高压力环境下表

现出更多积极主动的工作行为，以提高工作效率及

质量。

（二）理论意义

第一，本研究验证了多任务处理具有双刃剑效

应，拓展了对多任务处理影响作用的认识。本研究

发现多任务处理既可能消极影响Z世代员工主动

行为，也可能正向激发Z世代员工主动行为，结合Z
世代员工自身特征，引入情绪耗竭、工作旺盛感两

个中介变量，打开了多任务处理影响Z世代员工主

动行为的“黑箱”。

第二，本研究引入压力认知评价理论探索多任

务处理的双刃剑效应，拓宽了多任务处理研究的理

论视角。本研究通过压力认知评价理论，基于Z世

代员工对压力源的不同认知评价，证实了多任务处

理既能通过挑战性压力评估提高Z世代员工工作

旺盛感，从而激发其主动行为，也能通过阻碍性压

力评估增加Z世代员工情绪耗竭，从而抑制其主动

行为。压力认知评价理论与多任务处理双重性的

特点相结合，为未来的研究开拓了新的思路。

第三，本研究探讨了时间领导的调节效应，为

多任务处理何时对Z世代员工主动行为产生更强

的促进或抑制效果进行了合理解释。因此，本研究

在讨论中纳入了时间领导这一重要的情境变量，阐

明了多任务处理通过压力认知评估影响Z世代员

工主动行为的边界条件，并扩大了时间领导作为调

节变量的应用范围。

多任务处理

情绪耗竭

员工主动行为

工作旺盛感

0.559*** -0.462***

0.641***0.528***

图2 中介效应路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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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理启示

第一，领导者应注意防范高压力环境下Z世代

员工的消极工作行为，结合Z世代员工更加自信、

独立、实现自我价值愿望强烈的特点对症下药。首

先，分配任务的同时要帮助员工树立积极向上的工

作心态，使其积极主动地迎接挑战，能够预见多任

务处理所带来的收益，提高员工对多任务处理的挑

战性压力评估。其次，要积极主动地为Z世代员工

提供资源以助其更好地完成任务，给予其一定的人

文关怀，帮助其释放压力。再次，要加强对Z世代

员工应对多任务能力的科学培训，提高其高效统筹

规划时间的能力以及执行力，合理规避多任务所带

来的疲劳期，充分发挥多任务的积极作用。

第二，领导者须强化自身的时间领导行为，根

据Z世代员工的个性特点、能力以及时间特征实施

有效时间领导行为。例如，合理分配给员工工作任

务相关的时间资源、协调员工的工作节奏、工作截

止日期临近时及时提醒员工等。这些时间领导行

为会增强Z世代员工的时间效能感，有助于其更好

地完成工作，并从工作中获取意义与价值，从而产

生更多的积极作用结果。

（四）局限与展望

第一，本研究所收集的数据是在同一时间段完

成的，这可能导致主要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增强，

难以精确地解释变量之间关系。因此，在未来研究

中可以采用多时间、多来源的方式增强变量之间的

因果关系。

第二，时间领导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Z世代员

工自身对任务的时间节点安排，可能会产生一定的

负面效应。本研究只考虑了时间领导的正向调节

作用，未来可以对时间领导可能产生的消极效应进

行探讨，如时间领导导致员工过分依赖领导、缺乏

自主性，时间领导对员工工作态度以及行为产生负

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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